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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开埠后福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化 
— — 以西方人的考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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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入华西人群体对开埠后的福州城市社会经济给予了多方位的微观考察和描述。 

通过西人的笔触，可以更为直接和细致地窥见通商口岸城市在西力冲击和延续传统格局的双重影响下 

所发生的变化气象，深刻反映了通商口岸城市逐渐步入近代化历程的因应转型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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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福州成为首批开埠的通商口 

岸城市之一。开埠后，西方人得以登陆福州口 

岸正式开展商业贸易，在中西贸易不断深入的 

过程中，逐渐给福州城市及周边地区注入新的 

血液，使得福州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呈现许多有 

异于传统的变局气象，并使福州逐渐被纳入资 

本主义世界市场和殖民贸易的一环。对于福州 

在开埠后经济社会出现如何的变化气象，以往 

学界之关注多为宏观介绍，而较缺乏细部的考 

察 。近年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利用， 

我们发现在西方人留下的众多著述文献中，记 

载了大量有关晚清福州、厦门等口岸城市经济 

表现面相与发展变化的细节情况，这些微观的 

描述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当时口岸城市经济动 

态提供了极佳的资料证据。为了更细致地勾画 

这一历史图景，本文力图在较为全面掌握西文 

文献(包括西人著作 、文章、信件 、日记、回忆 

录、纪念文集等)的基础上，以西人的记录为考 

察中心，并通过与福建地方文献的参照比较，对 

晚清时期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城市后，其社会 

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之格局，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

、“西势东渐”下的闽江口经济繁荣区 

闽江口主要指闽江下游连接人海口位于福 

州城市段的江面，该段江岸及岸上街区是清末 

福州人流最为集中、商贾小贩最为忙碌的区域， 

大小船只密密麻麻，进出货物装卸繁忙，很大程 

度上反映着闽省经济的发展脉搏，正如时人所 

言：“南台距省十五里，华夷杂沓，商贾辐辏，最 

为闽省繁富之地” 。当时西方人来榕后，也是 

首先集中于此一区域，这里的南台，主要包括今 

福州台江区南面与仓山北面及两区之间的水 

域，这是当时福州经济中心地带之一。众所周 

知，西方人尤其是商人来福州后，即开始迫不及 

待地将西方商品引进榕城，除了罪恶的鸦片，尚 

有棉布、纱布及其他西方制品，但西方货物除了 

鸦片外其他的并不畅销，反倒是福州作为福建 

茶叶贸易中心，成为向西方国家出口茶叶的巨 

大基地，而这也正是西方殖民者当初为什么坚 

持要求开放福州的主因(虽然福州开辟为通商 

口岸后并没有马上给他们带来预期的效果)。 

在闽海关 1865年初次的年度贸易报告中，记录 

了自1842年福州口岸开埠以来贸易情况，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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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头十几年，鸦片和茶叶是本口贸易主要支 

撑，从 1856—1861年，茶叶贸易继续稳步和急 

剧发展 。外国商船运载洋货来榕和闽江口本 

地乌篷船运载茶叶络绎不绝，码头岸边搬运工 

人也繁忙地装货卸货，由此也刺激江岸两边人 

潮涌动、商贾小贩摆摊做生意的局面。晚清开 

放通商口岸后，西方国家因为发展福州市场的 

需要，还开辟从外国到福州的航线，不少公司的 

轮船运载货物到达福州，导致了福州南台江面 

船舶林立，外国货轮与本土木帆船、乌篷船密集 

交织的画面 。在当时，逐渐形成一个以万寿 

桥(解放大桥前身)为轴线，以闽江口江岸为基 

面，以南台两翼为外围的经济繁荣区。这种人 

文景观，是福州开埠后“西势东渐”刺激作用下 

的一个结果。对此，我们可以从西文文献找到 

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和描画。 

英国圣公会主教四美(George Smith，也被 

译作施美夫)在福州逗留期间对闽江两岸尤其 

是船上居民经济生活的细致观察 ：“天不亮就 

被吵醒。新邻居都是船民，喧喧嚷嚷地在水上 

忙碌着。我走到阳台上，静静地观看下面混杂 

的人群。许许多多的船被贫穷的船主当作居 

家，一条一条沿着江岸两边排列了3里路长，最 

主要的聚集点就是小岛(笔者注：指中洲岛)四 

周。⋯⋯我在福州逗留的后半期，一般都住在 

南台郊Lx二两桥之间的小岛(即中洲岛)上。这 

个郊区的主要部分在闽江两岸，有 2O万居民。 

大多数人都是船民、水手、宁波籍及其他地方坐 

商船来的人。这个地方盛产鱼、水果、蔬菜，到 

处摆着出售。水果和蔬菜是体格健壮的乡下女 

人送到这里来 的。她们身板结实，步履矫健 

⋯ ⋯
”⑨

，这些记载虽朴实平淡，却真实反映当 

时人们日常经济生活的状态。当中，对闽江江 

面船舶拥杂繁多的记述、闽江两岸码头工人忙 

碌的身影、乡下菜农妇女挑运货物进城贩卖等 

情景，都可谓是清末福州辟为通商口岸后百姓 

日常经济生活的图照与缩影，让人深刻感受闽 

江船民和底层苦力及各行业劳动者等工作生活 

状态的艰辛。 

不仅江上繁忙，船只穿梭如织，万寿桥两边 

也是摆卖了摊贩，做着生意，“桥上被商贩占 

据，有点像旧时代的伦敦桥，窄窄的通道通常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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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各种各样忙着赶路的人” 。对此，英国圣公 

会的施友琴(Eugene Stock)也写到：“我们站在 

(万寿)桥上并穿过这种方式的中国街道，放眼 

望去视野开阔，各种各样景象尽收眼底。一派 

多么繁忙和混杂的景象!熙熙攘攘的人流快速 

涌动，很少冲突，也少有争吵⋯⋯在这我们发现 

显而易见的混乱无序却尚未有骚乱——一群拥 

拥攘攘的贪婪的商人使出浑身解数向那些围绕 

在他们周围的人们推广其生意”①。美以美会 

第一任会督、曾在福州传教的怀礼(I．w．Wi— 

ley)也言道：“中洲岛上居住的人口众多。⋯⋯ 

这里是福州最繁忙、景色最吸引人的地区之一。 

商店、作坊、工厂、市场、银行、寺庙 、牌楼及其他 

公共建筑应有尽有。连接城市和郊区的主要干 

道从早到晚熙熙攘攘，一片繁忙的景象”@。 

总之，通过西人的笔触，我们不难看出晚清 

时期地处闽江最下游的福州南台两岸地区是福 

建经济贸易的枢纽，无论是闽省内地与沿海地 

区的山海贸易还是晚清开埠后的中外通商贸 

易，都在这里交集汇聚，造就了闽江最下游地段 

船舶辐辏聚集、江上码头工人辛勤劳碌、两岸商 

行店铺林立，商业贸易一派繁忙兴盛的景象。 

二、贸易网络与街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福建是一个商业贸易网络较为发达的省 

份，沿海对外商贸自古以来即驰名于世，省内府 

县之间的贸易网也四通八达，尤其以闽江流域 

和九龙江流域为依托，形成以福州和厦门为中 

心基地的内部商业贸易体系。晚清“西势东 

渐”以降，外国人与福建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 

口岸城市进一步健全其商业贸易网络，同时，城 

市内部的街市商品经济也得到很大发展。这方 

面，福州与西方国家的茶叶贸易，可谓突出的代 

表性事象 。 

晚清以来随着中外贸易的广泛进行，茶市 

得到很大发展，茶叶贸易成为福建出口贸易的 

大宗，成为商业市场中一块重要内容。这一景 

况，在西文文献中亦有较详细的反映。众所周 

知，英国要求清廷开放福州一个明显目的就是 

要更为便利地从事茶叶贸易，因为西方所饮之 

茶多为武夷茶。从武夷山到福州比到广州，运 

费和转手费可大大降低，因此英国十分觊觎这 



个市场，不过福州刚开埠后对外贸易市场几乎 
一 片沉寂，主要是由于福建主政官员的暗中阻 

扰，福州民众未敢与“夷人“贸易 。直到 1853 

年情况才发生转折，该年，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 

小刀会起义切断了武夷山运往广州的旧茶路及 

运往上海的新茶路，福州成为武夷茶区唯一能 

保持出口路线畅通的口岸，这样，中外商人只得 

在福州一口从事茶叶贸易，从而使福州一跃成 

为国际茶叶贸易的中心之一∞。 

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le)1850 

年抵榕至 1873年返美期间，正处于福州茶叶贸 

易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他常深人民间社会调 

查，后来又担任琼记洋行的翻译，直接参加了茶 

叶贸易的全过程，因此对福州茶叶贸易盛况有 

直观的认识和深刻体会，并在其著《英华萃林 

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 

nese Language)中留下了有关此方面的丰富记 

录。书中记载：由于福州成为福建茶叶对外贸 

易的重要港 口和茶叶的重要产地，在福州从事 

茶叶贸易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当时茶行里的分 

工己经非常细致，计有“看更，理茶工人，打藤 

人，裱箱人，买办，帮买办，管帐先生，报税人，茶 

楼人等，秤手，装茶人，筛茶人，焙茶人，铲茶箱 

人，打铅箱人，做茶箱人⋯⋯”等林林总总达五 

六十种之多，可见茶市的繁荣景象；此外，在福 

州销售的红茶中，“最上等的品种如工夫和小 

种，主要来 自下列地区：它们大都位于福建武夷 

山，如星村，赤石街，侣口，邵武⋯⋯；福州的青 

茶，如乌龙和宝春，大部分来 自下列地区，如沙 

县 、高桥、高沙、洋溪、尤溪 、永安、福安、宁洋 ；最 

好的白毫则大部分来自邵武、梨源、将口、小湖、 

麻沙、仁寿、屏南、坦阳、白琳”；《英华萃林韵 

府》中还列举了 1869年至 1870年茶季期间在 

福州销售的茶叶名称，其中以吉庆祥瑞语词命 

名的居多，也有依其色香味、形状、采制时期不 

同等命名的，共有如“芝兰、芝蕊、紫缨、紫芝、 

紫桂、紫莲、长春、长生、贞利、真味、真妙、秋香 
⋯ ⋯ ” 等 300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书中还 

详细辑录了“买卖茶问答” 条 目，从中可窥见 

当时茶叶贸易工作的基本情形。 

更为直接的是，卢公明还详细记录福州茶 

叶贸易的数据统计情况，他说：有数据表明，福 

州的茶叶贸易是快速发展的，“1856—1857年 

间，从 4月 30日算起，广州出口茶叶 21，359， 

865磅，上海是 36，919，064磅，福州 34，019， 

000磅，而这只是福州港茶叶贸易开始后的第 

三个年头。1859年 7月起，广州向美国出口了 

3，558，424磅的茶叶，厦门是 5，265，100磅，上 

海是6，893，900磅，福州则达 11，293，600磅。 

在茶叶上市的季节，福州出口的茶叶总数比广 

州与上海的总和还要多将近一百万磅。⋯⋯ 

1863—1864年间的茶叶旺季，截止到 5月 31 

日，福州运往英国的茶叶额达 43，500，000磅， 

到澳大利亚的是 8，300，000，美国 7，000，000 

磅，总计超过 5800万磅。从这些数据中，我们 

不难看出福州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由于红茶 

贸易的缘故 ，福州已经大踏步地成为中国最重 

要的领事港 口之一。目前有报道说，1850— 

1851年间英国政府考虑到福州微不足道的商 

业地位，曾打算放弃福州或考虑起用其他的港 

口。茶叶是福州的主要输出品，作为交换，它进 

口了鸦片、棉花、木制品、白银和一些其他小物 

品。截止到 1863年 12月 31日，福州进口货物 

总值超过 1050万美元，其中500多万元是用于 

购买鸦片的。与广州、上海不同的是，福州无丝 

绸可出口” 。上述这些辑录和记载，真实地为 

我们再现了l9世纪中叶福州茶市的繁忙景象 

和茶叶贸易的兴盛状况。 

西方传教士还关注到福州对外贸易辐射的 

情况。作为闽江商业交通枢纽和闽江流域下游 

通商贸易中心基地的福州，其贸易辐射网不仅 

上连闽北上三府，还经由海路扩散至北方和闽 

南、台湾及邻近国家和地区，这在传教士著述中 

也能窥见零星片语 ，如四美在著作中记到：“福 

州的贸易繁荣，尽管面临着这些束缚，在各种生 

活必需品方面与其他地方仍有大量的贸易往 

来。福州人从相邻的江西省进口瓷器，也从遥 

远的陕西省进口皮毛。帆船从山东、天津，及其 

他沿海地方运来蔬菜和药品。从宁波进 口棉 

布，琉球群岛来的进贡船只也运来鱼干、燕窝、 

酒、海参，以及 日本铸造的金锭，年价值在 1万 

大洋左右。本省西北乡村提供 日常家用物品， 

如茶叶、茶油、大米、竹笋、香木和牛皮。本省南 

部各地，尤其是厦门和泉州附近，从陆路运来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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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辣椒、布匹、毛料、海参、燕窝、檀香以及其他 

香木、人参、食糖和水银。水银等是南部富有冒 

险精神的人从其他国家进口到南部港口，然后 

从陆路运到省城，牟取暴利。作为交换，福州出 

口毛竹、茶叶、圆材(译注：制作船舶桅杆之木 

料)、柑橘，以及烧香拜佛用的锡箔纸”@。从四 

美的这段精辟叙述，不难看出当时福州处于闽 

江流域经济贸易网络体系的中轴核心地位，而 

这种格局在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更进一步得 

到强化。 

西方商品在福州最为畅销当属鸦片，福州 

海关报告在开头就点明：“自开埠至 1855年，除 

了一些不纯鸦片的走私外，福州口岸没有什么 

价值。开头 几年 这 种鸦 片用 来 以货 易 货 
⋯ ⋯

”

，由此可见，福州在开埠初期并未取得英 

国人预期的效果，仅有鸦片这一“不道德”的商 

品领有市场。鸦片大量流入福州市场，说明当 

时吸食鸦片群体的消费需求。晚清福州吸食鸦 

片成风的现象，也是这种西方“罪恶商品”冲击 

导致的一个结果。这一点在西人著述也多有体 

现。卢公明就曾记录了福州鸦片烟馆比米店还 

多及人们以吸食鸦片作为待客之道的现象。他 

“屡次闻说，福州鸦片馆比米店更多，中国人大 

半嗜吃此物” ，通过考察更发现，“这里的中国 

人有一句流行话叫‘烟馆比米店还多’。三四 

年前，在某个居民区里就有十二家鸦片零售店， 

卖米却只有七家，而米在中国这个地方是百姓 

的主食。在城市和郊区的烟馆数量据估算达几 

千家之多” 。可见，鸦片贸易给福州社会带来 

严重的后果，大量的瘾君子也导致了许多社会、 

家庭问题的滋生，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有一 

定冲击，例如导致银贵钱贱和福建对外贸易的 

衰败问题等等 。 

在福建口岸城市的城区内，商业贸易的兴 

盛还表现在街市经济的繁荣发达，具体来看反 

映在街道商店和做生意人群热闹嘈杂的场面， 

西方传教士在福9、1t工作、生活期间就频频目睹 

这样的景象：“有许多肉店、鱼摊，用船从山东 

地区运来的风干的羊腿，还有奢侈品，像蒌叶坚 

果、海蛞蝓，这些都是给海外移民的美昧。很 

快，我们再一次经过通常比较拥挤的中国店铺， 

制作烟斗的、茶叶商、米店里各种商品上都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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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价格 ，还有纸张和锡箔制造商、织布机、 
一 些珍品店、丝绸商人、制作小装饰品的、人造 

装饰花、最后是一些书店⋯⋯”@；“沿着狭窄的 

街道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店，店门都开着，在里 

面展示着各类商品，的确，这些都呈现出一幅充 

满活力的画面。⋯⋯华丽而活泼的瓷器店、米 

店、茶叶店、古董店、丝绸店、饰物小店、假花店、 

灯笼店、书店等到随处可见，应有尽有”⑩。相 

似的情况也见载于厦门口岸：“许多中国街道 

坐落着仅提供某种产品的商店。相比像厦门， 

这种情况在大的市镇更常见。在厦门，也有制 

靴街、篮子街以及被卖米店占据的街道等。商 

店通常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商店制造各种 

级别的展示品，也混合着平常的工艺和程序。 

这里有一种五金商店，柜台挨着路面，悬挂着各 

式各样混在一起的生锈的钥匙、锁 、铜线、螺钉、 

铁锤及其他各种工具⋯⋯”固。可见，KI岸城市 

街市经济主要是延续着传统的发展步调，同时 

也呈现中西贸易带来的影响。 

三、城市手工业传统的延续与成熟 

晚清福建口岸城市手工业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由于“西势东渐”而带来新的契机，从而加 

快了前进的步伐。这方面，茶叶加工生产可谓 

典型表现。在西方与福建茶叶贸易蓬勃发展局 

面的刺激下，福建各地茶叶生产加工也是愈益 

兴旺发达，成为手工业领域的致富典范。 

长期生活于榕城的卢公明，对福州制作乌 

龙茶的加工工序有一段细致描述：“新鲜的叶 

子只晒一小会儿，不等到枯萎，但是要等到所有 

的露水或者水或外部的湿气都消失为止。把叶 

子放在铁器里，然后放在小火或温火上烘焙，而 

不是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要不断地用手搅动茶 

叶以防止烧焦、变脆。不能完全烘干而只是半 

干。打着赤脚的男人踩着茶叶，把茶叶卷起来， 

然后在太阳下晒干或空气里风干。之后经过筛 

选，在铁锅里加热，这样手工制做的乌龙茶的茶 

叶就算好了”；由于卢公明曾在福州琼记洋行 

工作过，有较多机会了解茶叶的加工制作程序， 

故其介绍较为精确。制茶业的发达表明晚清时 

期茶叶贸易的兴旺，利用闲暇时间参加打工的 

制茶手工业者也因此能得到一定的经济收入， 



“在福州郊区，许多企业在茶季雇佣了大批年 

轻小伙子、妇女和儿童。他们辛勤地筛选叶子， 

妇女和儿童每天可赚 3～6分，这依他们的技术 

和知名度而定。他们 自己管吃住 ，而男人们一 

天能赚5～8分，包括食宿在内”@；通过这些叙 

述，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晚清福建制茶手工业 

的隆兴。 

糖是西人关注的贸易物品，而制糖业又是 

福建传统的手工业的代表之一，对此，西文文献 

亦见记载。1849年 1月间美以美会传教士麦 

利和(R．S．Maclay)与柯林(J．D．Collins)雇 

船溯闽江口从事考察，途经一家制糖工厂并记 

到加工厂手工劳作情况：“我们来到一家正在 

开工的制糖作坊。这座榨糖厂房是简易的木结 

构单层建筑。屋顶覆盖茅草。作坊内有一台碾 

压甘蔗的磨碾，一个收集糖渍的瓮缸，一个熬糖 

用的水壶。他们的磨碾和美国人酿制苹果酒工 

艺中榨压苹果汁的磨碾很相似。他们用小公牛 

拉动磨碾，尽管原理很简单、构造粗糙，但这套 

机器看上去运行有效。⋯⋯我们考察的工厂只 

生产粗糖；在福建省内尚有不少生产白糖、圆锥 

形糖块 、冰糖的精细加工厂”@。麦利和等人所 

察看到的制糖厂采用的是当时福州在全国比较 

领先的磨蔗煮糖法。对于这一技术，明末宋应 

星在其《天工开物》曾有详细说明，晚清时期福 

建糖的品种主要有乌糖(亦作青糖、赤糖)、漏 

斗糖(半白糖)、白糖和冰糖诸种固，麦利和在文 

中介绍的粗糖实际上就是乌糖。对此，卢公明 

也印证到：“有一种甘蔗，由于只以插条方式繁 

殖并可制成质量较差的红糖(即乌糖)，人们大 

量种植。福州人用的最上等的糖是从本省较南 

部地区引进的，是用其它种类的甘蔗制成”@。 

不管糖的品级如何 ，传教士们都关注到福建蔗 

糖手工业生产的一些细致的状况；而作为福州 

传统手工产业，糖制品是颇受各地欢迎的产品， 

对此，西文文献也记载了福州在闽江中游属县 

尤溪县的糖品生产与销售的情况 ，根据当时一 

位外国人士的调查：“一制糖所输出额，每年大 

约冰糖四五千笼，白糖二三百笼，一笼约合一百 

十斤，而城内由此制糖所三十一户。⋯⋯精制 

之糖一般运销厦门，更输送至上海、天津、牛庄 

等”@。 

城市手工业匠人繁忙劳作是晚清福建城市 

经济生活Et常场景之一角。四美在游历福州时 

期，记叙了福州城街道上手工业匠人繁忙工作 

的景象，“我们继续向前走，穿过唯一的街道。 

这条街大体上是相当典型的中国街道，至多在 

商店的文明和洁净程度方面有点差别。在街 

上，可以看到当地各行各业的手工业匠人在辛 

苦繁忙地干活，并销售他们制造的劳动产品。 
一 间房有三种用途，既是工作问，也是仓库和柜 

台。在他们窄小的住处充斥着锻炉和铁锤震耳 

欲聋的声音，这里有一小组的拉线工，铜匠和纽 

扣匠；还有由四个人组成的铁匠群，快速地在铁 

砧上轮流锤打。这里还可以看到制作雕像的， 

制作灯具的，制作橱柜的，木匠，制作箱子的，木 

材车工，制革工人，鞋匠，裁缝，金匠，银匠，伞 

匠，弹棉花的，百货商，药商，玉石切割匠，雕刻 

印章的和装裱匠，各种手工艺为中国人的生活 

提供了必需品和奢侈品”④；对此，怀礼也有同 

样的记载：“拉丝工、冶炼工、制扣工、铁匠都分 

成小组，每组四人，交替着快速在铁砧上击打 

着。这里也可看见作画的、制灯的、做橱柜的、 

木匠、做大柜子的、旋工、制革的、鞋匠、裁缝 、做 

金箔的、做伞的、弹棉花的、卖杂货的、石匠、雕 

刻工、油漆匠等，都在众 目睽睽下完成他们的作 

品” 。相似的场景在厦门、泉州等福建沿岸城 

市也常见诸西人笔触，说明了晚清时期口岸城 

市手工业发展业臻成熟发达的程度。 

四、银票业的发展、 

新式金融业与洋行的出现 

近代口岸城市商业的繁荣，还体现在城市 

钱庄票号与货币体系制度的发展。卢公明在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专门论述福州本地银 

行(笔者注：应指钱庄)业务、票据汇兑现金及 

借贷、商会组织等现象，为人们展示了一幅生动 

鲜活的晚清福州金融商业发展概况，例如述及 

钱庄银票业务的情况，他记到：“在 1850年，这 

里的银票或现金的一元相当于 1400个铜钱，在 

1854年相当于 1750个铜钱，现在 (1863年 8 

月)则相当于 1050个铜钱。⋯⋯几年前，因普 

通铜币的极度缺乏，福州的满清官员本着清政 

府的利益发行了纸币。政府也发行了铁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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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最初与铜币是等值的。但很快出现了很多伪 

造的铁币，而且生起了锈。而政府发行的纸币， 

本来可以用铁币支付并与铜币等值，却变得不 

受欢迎并大幅贬值。政府最后从流通领域收回 

铁币并撤回纸币，让私人银行象从前一样提供 

银票”；“福州拥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地方银行 

(即钱庄)，其所有者以非常富有和诚实而闻 

名，它们的银票通常用在商业交易中，这些银票 

采用不同的单位，代表铜钱、元或白银。其面值 

不同，从四百个铜钱、五百个铜钱、六百个铜钱、 
一 千个铜钱不等，到高达几十万个铜钱；从一元 

到几百或上千元；从一两到几百或几千两银子。 

经验证明来自伪造者的风险较小。人们更喜欢 

用银票代替现金，除非卖主想将钱用来购买小 

物件，或付给不同的人。真正的风险来自于钱 

庄突然倒闭的可能性”∞。据外 国人观察，在 

l867年前后，“福州本地银号有 90家，20家在 

城内，70家在城外，资金最大的据说有45，000 

两。城外70家中有 12家大银号，每家拥有资 

金银 15，000到 20，000两，其 余均 系小银 
号 ’’@ 

银票业务是晚清福州商业活动最为显著的 
一 项特点，1840年以前，当铺、钱庄、票号等旧 

式金融机构在福州即已存在并十分发达，它们 

“大部分拥有较大的资本，这些钱庄都收受存 

款，签发票据⋯⋯由于钱庄信用卓著，中外商人 

对钱庄签发的票据视为与现钱无异” 。英国 

领事巴夏礼(H．S．Parkes)曾对 1850年左右 

的福州纸币和钱庄业务有过专门研究，他发现： 

“在福州，纸币被广泛应用于流通领域，很受人 

们关注；银行(钱庄)系统从事有关的业务，这 

是该地区商业贸易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美 

国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 

对福州票据业也有一定描述：“福州发行的票 

据甚至比英国银行发行的纸币版式更大，把边 

缘部分包括进去，约长 l0英寸、宽4英寸，但票 

据四周边沿部分相较纸币更短而窄。票据右边 

部分戳盖着各式各样的印花、图章和刻写的标 

志，所有的票据都一分为二，另外一半南钱庄留 

存，作为票据于某时已支付的凭证；从这里我们 

可推断纸币可能产生于银行 (钱庄)在印刷书 

籍时，填之以票据内容以应人们所需” 。上述 
． 74． 

西文文献的记述不仅真实再现了旧式商业和金 

融业的运作和惯例，也反映西式的金融商业惯 

例对传统金融业的渗透和冲击，如本地钱庄的 

票据业务就明显受到了来自外国银行的纸币业 

务与银元买卖等活动的影响。 

西方新式金融业对福州更直接的冲击表现 

在银行的出现，晚清开埠后的很长时期内，开办 

经营银行一直是由外国人操纵的行为。1850 

年，英国丽如银行(又称东方银行)在福州设立 

分行，这是最早来榕的外国银行。1861年，英 

国汇隆银行在福州设立代理处，著名的汇丰银 

行则于 1865年在榕设立分理处，并于 1868年 

升格为福州分行。至 1882年，共有 7家外国银 

行在福州设立了分支机构∞，形成了福州现代 

银行业的雏形。这些在榕银行机构主要经营的 

业务为国际汇兑、金银买卖和发行纸币。不过， 

外国银行业务主要是针对在华从事经济活动的 

外商，对华人金融业则没有完全开展，其竞争力 

也比不上相对更为灵活的本土钱庄业，故其影 

响还是有一定局限的。 

洋行是配合外国商人在华从事经济贸易而 

开办发展起来的，并逐渐从代理中外货物的订 

购运销等传统业务演变成“担任各式各样的职 

务”，如与本国商号联营、办理金融汇兑、借贷 

业等，还涉足于轮船修造、食品加．[、保险、证券 

以及房地产等经济领域@，是西方商品经济对 

中国口岸城市经济冲击的直接表现之一。福州 

开埠后，洋行也不例外地在此产生和发展起来。 

根据闽海关总务课主任李瓦特的统计报告， 

1867年福州已有 15家英国商行，3家美国商 

行，2家德国商行，1家布律吉商行，3家银行，2 

家货栈和 1个印刷局 。洋行的活动对口岸城 

市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它们是中外 

商品贸易需求下的产物，同时也逐渐成为了地 

方城市经济活动的构成要素之一。直至现在， 

在福州城市的原经济繁荣区的老街道和原外国 

侨民寓居区，还遗留着一些洋行的遗址 ，见证 

了近代中西经济交融互动的沧桑历史。 

五、余 论 

晚清以来，通商 口岸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演变格局，是“西力东渐”与口岸城市内部经济 



社会运转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对 

口岸城市商品市场的侵人 ，一方面将西方商品 

首先倾销输出至沿海口岸城市；另一方面则继 

续着对中国商品的进口，也为当地的农产品和 

生产加工业提供了商机。正是在这样的境遇 

下，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社会内部的发展也呈现 

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动态格局。详究其因，概 

言之有几个方面： 

首先，福州作为省会城市与闽江交通、经济 

枢纽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身处商品经济中心 

的核心角色。来 自闽西北的农副产品等货物集 

中运贩福州的格局已形成传统，牢不可破，邻近 

省份的贸易也集中于福州；另外，中国与琉球的 

朝贡贸易也限定在福州一口，这种格局直至近 

代依然有序地延续下来。其次，中外贸易的需 

求刺激了福州本土经济的发展，尤其以茶叶贸 

易为代表，表现出新的气象。从 1853年起直到 

19世纪 80年代中期，福州茶叶出口量一直处 

于上升态势，福州成为三大茶埠之一固。这固 

然与茶路变化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 

国茶叶市场与外国贸易的需求增加，对此，我们 

从晚清开埠后前往福州从事商业贸易的洋行、 

洋商不断增多也可窥见，即如当时《申报》所 

记：福州之“南 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 

茶行，密如栉比”固。每逢茶季，“洋商采买 ，聚 

集福州”@，外销红茶均集中福州分类包装 ，然 

后发运欧美，从而形成福州茶市。这一状况，也 

决定了晚清闽江驳船运输的兴起 ，因为闽江港 

道无法通大船，需用小船装驳，再运至停泊在马 

尾洋面的大船上；同样，外国货物运至福州城内 

也是如此。当然中外贸易对地方经济的刺激不 

仅表现在商品贸易上，其影响力远及农副业的 

生产、种植和加工等；如在鸦片贸易的影响下， 

福建本地也开始大量种植罂粟，当时在福州、厦 

门活动的西方人，皆对当地的此一现象进行了 

记录 。 

再次，西方商业制度对福州本土的冲击和 

影响。海关、洋行、西方金融、货币、银票业等因 

素，构成当时西方人操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海关 

把持着进出口货物检查、课税等；洋行掌控商品 

买卖并催生中国的买办阶层；银元等西方货币 

流人福州市场使得当地货币体系作出应对和调 

整；银票业务则反映了贸易发展的需求，并同时 

对福州本土钱庄业务产生竞争机制与刺激作 

用，使得本土票据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等 

等。 

总之，引导晚清开埠后福州城市社会经济 

发展变化之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一而足；但“西 

力冲击”绝对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关键性构 

成要素，而透过当时来华西人的视野，或许也可 

在某些程度上感受到时代经济的跳动脉搏。著 

名历史学者王尔敏教授说到：“五 口通商则表 

现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关键，虽是被迫，自 

也是对世界开放，逐渐显出与五口通商前之中 

国显著不同，亦可谓是一个重大分野” 。借助 

晚清来华西人对福州城市史的记述，可以深化 

今人对口岸城市社会经济变化与开埠前之不同 

状况的认识 ，更令人深刻感受到口岸城市经济 

繁荣活络的动态气息。在西力冲击和本土经济 

驱动力的双重影响下，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延续 

传统格局的同时，也显现出中西贸易往来程度 

加深与西方经济模式移植等特征。这样的时代 

处境，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和契 

机，也对民众的生活模式带来了新的影响要素。 

东西方贸易交流的深层互动，带来的不仅是城 

市经济发展变迁的内外驱动力，也间接地导致 

在其他层面，诸如政治、文化、教育、社会事业等 
一 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些都使得福州的城市发 

展不可避免地烙刻上了“西方元素”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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